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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生境丧失日益严重，很难找到一片未被破坏的生境建立自然保护区，因而在设计保护区时，必须处理生境丧失带来的

影响。 在一个已经遭受过生境丧失的景观上，选取一片正方形的区域，并调整区域的面积以保证其中未被破坏生境的面积为一

个固定常数，之后探讨将未被破坏的生境建设成大量小保护区还是少量大保护区。 结果表明：（１）随机的生境丧失下，生境丧

失比例越高，少量大保护区模式的优势越明显。 （２）即使生境丧失比例恒定，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形式也有重要影响———被

破坏生境的空间聚集程度越高，大量小保护区模式的优势越明显。 （３）增加扩散率或降低扩散死亡率可导致从少量大保护区

更有利于物种到大量小保护区更有利的转变，且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越高，转变的程度越高。 以上结论为自然保护区设计提

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ＦＬＯＭＳ 问题；濒危物种保护；生境丧失；个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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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ｍａｎｙ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１） ｆ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ｓ ０．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７０．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ｌｓ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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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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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动植物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多物种的生存变得日益困难［１］，更严重的是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濒临灭

绝，如东北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ａｌｔａｉｃａ）、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和银杉（Ｃａｔｈａｙａ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等，因而

保护濒危物种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濒危物种的一种有效工具［２⁃４］，引起了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 在设计自然保护区时，有几个问题特别引人关注，例如：应该将可利用的生境建设成少量大保护区还

是大量小保护区？ 是否应在各保护区间建立廊道，将孤立的保护区连接成网络［５⁃６］？ 第一个问题就是著名的

ＦＬＯＭＳ（ｆｅｗ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ｍａｎｙ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少量大保护区还是大量小保护区）问题，或称之为 ＳＬＯＳＳ（ｓｉｎｇｌｅ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单一大保护区还是多个小保护区）问题，本文针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研究者就提出了 ６ 条自然保护区的设计准则，其中之一：当保护区面积固定

时，单一的大保护区模式更有助于物种生存［５，７］。 但随后这些结论受到了质疑，ＦＬＯＭＳ 问题随之成为研究的

热点［８⁃１１］。 部分研究表明少量大保护区对物种生存有利［１２⁃１５］；部分研究则认为大量小保护区更有

利［１０⁃１１，１６⁃１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等程度的保护区数量最有利［１９］；还有研究者认为最优保护区数量随保护区环

境承载量的增大而增加［２０］。 尽管已经有了大量研究结果，但由于研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没有得出统一的结

论，综合所有的研究结果只能得到：最优保护区数量由物种自身特征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例如：环境承载量、个
体扩散和环境扰动［１１，１９⁃２０］。 然而，还有很多因子也可能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有重要影响，但之前的研究却未深入研

究，例如：生境丧失及其与个体扩散的共同作用。 因而探讨这些因子可帮助研究者了解物种自身特征和所处

的环境如何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并促进此问题的最终解决。
生境丧失不仅是物种灭绝的首要因素［２１］，还造成现今很难找到一片未被破坏的景观来建设保护区，因而

生境丧失已成为影响保护区建设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生境丧失可通过作用于个体扩散、种群增长和环境

扰动来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２０，２２⁃２３］。 个体扩散也可能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有重要影响。 个体扩散可通过“援救效应”
帮助物种摆脱灭绝［２４］，但个体扩散也可能带入疾病或寄生虫，对物种造成负面影响［２５］。 关于个体扩散，即使

不考虑带入疾病和寄生虫，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大部分研究认为扩散对物种有利［２６⁃２７］，其它的则认

为不利［２８］。 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扩散过程中的个体死亡。 若死亡率低，扩散可通过“援
救效应”帮助物种摆脱灭绝；否则，较高的死亡率会导致扩散带来的副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尽管已经有了如此多的研究，但回顾之前的研究可发现几个缺点。 其一，尽管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方

式是非随机的［２９⁃３０］，但之前的研究均假定其为随机的［２０，２２⁃２３］。 其二，个体扩散可能与生境丧失共同作用于物

种，从而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但涉及到该问题的研究很少。
本文在克服以上缺点的同时，探讨生境丧失和个体扩散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全文分两部分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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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讨论生境丧失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第二部分讨论生境丧失和扩散的共同作用。

１　 模型

本文模型的描述根据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ＤＤ） ［３１⁃３２］ 基于代理模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ＢＭ）的描述方式展开。
１．１　 目的

在一个已经遭受过生境丧失的景观上，选取一片正方形的区域，并调整此区域的面积以保证未被破坏的

生境的面积为一个固定常数，之后探讨生境丧失和个体扩散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１．２　 载体和状态变量

所选取的区域包含两种类型的生境：被破坏的生境和未被破坏的生境，且所有未被破坏的生境将被建设

成自然保护区。 因此，模型共有 ３ 种载体—被破坏的生境，保护区和生存于保护区中的被保护物种。 每个保

护区对应一个环境最大可持续承载量和空间位置；每个保护区都存在一个局部种群，局部种群的某些个体可

在保护区间扩散，这些扩散的个体将各局部种群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集合种群；每个被破坏的生境也占据着一

个空间位置。
１．３　 过程综述

一个离散时间和空间的模型被用于描述整个生态过程（图 １）。 每一步：环境可持续承载量增长；局部种

群大小增长；每个保护区都可能受到扰动的影响，扰动率为 μ；局部种群中的某些个体可能扩散到相邻的保护

区。 如果在某一步，被保护物种的个体总数少于 ａ，那么认为此物种的个体数量太少，以至于已经生态灭绝，
并且终止整个过程（模型的详细描述见下面“子模型”部分）。

图 １　 过程，次序安排和伪代码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ｄｅ

１．４　 概念设计

因为可被建设成保护区的生境的面积是恒定常数，所以所有保护区的总面积是恒定常数。 尽管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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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保护区的面积、形状和环境可持续承载量以及各局部种群的大小不会完全相同，但我们忽略这些差异，
我们还假定各被破坏的生境的面积和形状与保护区相同。

我们依据被保护物种的灭绝概率决定建立大量小保护区还是少量大保护区，最优保护区数量为被保护物

种的灭绝概率达到最低时对应的保护区数量，此时还可得到单个保护区的面积，因为所有保护区的总面积是

固定的常数，据此可以决定建设大量小保护区还是少量大保护区。 我们将未被破坏的生境划分成 Ｎ２ 个面积

相等的保护区（Ｎ２ 的取值范围从 １ 变化到很多），对于每个 Ｎ２ 各进行 １０００ 次独立重复模拟实验，并且从实验

结果得到物种的灭绝概率。 物种的灭绝概率定义为：在模拟过程中发生物种灭绝的那些模拟的次数与总模拟

次数（１０００）的比值。 所以每个 Ｎ２ 都对应一个物种灭绝概率，据此可得知物种灭绝概率达到最低时 Ｎ２ 的值，
这个值就是最优保护区数量。

在每一次模拟中，从初始时刻到模拟终止时刻之间，被保护物种个体数量的变动以及所对应的时间点都

被记录。 每个保护区受到扰动影响的概率都为 μ，所以扰动是一个随机发生的事件，也是模型所包含的随机

因素。
１．５　 初始化

我们使用元胞自动机模拟本文的模型，元胞自动机的每个格子对应于一个保护区或被破坏的生境。 为了

保证保护区数量从 １ 变化到很多（见 １．４ 部分），设定元胞自动机有 Ｎ１×Ｎ１（Ｎ１ ＝ ２， ３， …， ３１）个格子，所以保

护区的数量为 Ｎ２ ＝Ｎ１×Ｎ１×（１－Ｄ）（Ｄ 为被破坏生境的数量与格子数量的比值。 因为假定各保护区和各被破

坏生境的面积都相同（见 １．４ 部分），所以 Ｄ 也为所有被破坏生境的总面积与所选择区域的面积的比值，即生

境丧失比例），被破坏生境的数量为 Ｎ１×Ｎ１×Ｄ。 因为每个保护区在初始时刻的环境可持续承载量都相同（见
１．４ 部分），所以单个保护区在初始时刻的环境可持续承载量为 ＫＴＯＴ ／ Ｎ２，ＫＴＯＴ为所有保护区在初始时刻的环境

可持续承载量。 因为生存于每个保护区上的局部种群的大小在初始时刻也相同，所以假定初始时刻局部种群

的大小为所在保护区环境承载量的一半———ＫＴＯＴ ／ （Ｎ２×２）。 被破坏生境的位置由 Ｄ 和 ｑＥ ／ Ｅ（从一个被破坏生

境的邻居中随机挑一个，其也为被破坏生境的概率，也称之为聚集度［３３］）决定，保护区占据剩余的位置。
１．６　 子模型

１．６．１　 自然保护区模型

如 １．５ 部分所述，保护区共有 Ｎ２ ＝Ｎ１×Ｎ１×（１－Ｄ）（Ｎ１ ＝ ２， ３， …， ３１）个，被破坏的生境共有 Ｎ１×Ｎ１×Ｄ 个。

被破坏生境的位置由 Ｄ 和 ｑＥ ／ Ｅ决定，保护区占据剩余的位置。 若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方式是随机的，则在

任一被破坏生境的邻居中随机选一个，其也为被破坏生境的概率（ｑＥ ／ Ｅ）为 Ｄ，即 Ｄ＝ ｑＥ ／ Ｅ；若 Ｄ＞ｑＥ ／ Ｅ或 Ｄ＜ｑＥ ／ Ｅ，
则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方式是非随机的。 从图 ２ 可以看出聚集度 ｑＥ ／ Ｅ越高，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越集

中，保护区的分布也越集中。
因为所有保护区的总面积为固定常数，每个保护区或被破坏生境的面积都相同（见 １．４ 部分），所以若保

护区的总面积为 Ｓ，单个保护区或被破坏生境的面积都为 Ｓ ／ Ｎ２，且单个保护区的面积与保护区数量 Ｎ２ 成反

比。 图 ２ 为两种类型的保护区模式：少量大保护区模式和大量小保护区模式。
图 ３ 只给出保护区 Ａ 和其它保护区间的个体扩散，其它保护区之间的个体扩散没有给出。 灰色格子为保

护区，黑色格子为被破坏的生境，黑色长线段为保护区或被破坏生境的边缘，黑色短线段为保护区 Ａ 和其它保

护区间的个体扩散。 保护区 Ａ 共有 ８ 个邻居，其中 ５ 个（Ｎ３）为保护区，其余 ３ 个为被破坏的生境

１．６．２　 物种模型

Ｔ 时刻，保护区 Ｉ 上的局部种群为 ＮＩ（Ｔ），ＫＩ（Ｔ）为保护区 Ｉ 的环境可持续承载量。 初始时刻，所有保护区

的环境可持续承载量为 ＫＴＯＴ，Ｋ 为单个保护区的环境可持续承载量。 因为在初始时刻，每个保护区的环境可

持续承载量都相同（见 １．４ 部分），所以 Ｋ＝ＫＴＯＴ ／ Ｎ２，Ｎ２ 为保护区数量。
种群增长：Ｔ 时刻，保护区 Ｉ 上的局部种群为［３４］

ＮＩ（Ｔ） ＝ Ｒ１ × ＮＩ（Ｔ － １） ／ （１ ＋ （Ｒ１ － １） × ＮＩ（Ｔ － １） ／ ＫＩ（Ｔ － １）） （１）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两种保护区模式

Ｆｉｇ．２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ｅ）： 少量大保护区模式；（ｆ—ｊ）： 大量小保护区模式；Ｄ＝ ０．５． 如 １．４ 部分所述，每一幅图中保护区（灰色格子）的总面积都相同且为一固

定常数，每幅图中所有保护区环境承载量的总和也相同。 图中灰色格子为保护区，白色格子为被破坏的生境，黑线为各保护区或各被破坏

生境的分界线

Ｒ（Ｒ１≥１）为无竞争情况下，局部种群的增长率；而 Ｒ１ ／ （１ ＋ （Ｒ１ － １） × ＮＩ（Ｔ － １） ／ ＫＩ（Ｔ － １）） － １ 为局部

种群的实际增长率。 从方程（１）可得到：局部种群越接近环境承载量，实际增长率越低；当局部种群达到环境

承载量时，实际增长率为 ０；若其超过环境承载量，种群会逐步减小。
环境可持续承载量增长：Ｔ 时刻，保护区 Ｉ 的环境承载量为［３４］

ＫＩ（Ｔ） ＝ Ｒ２ × ＫＩ（Ｔ － １） ／ （１ ＋ （Ｒ２ － １） × ＫＩ（Ｔ － １） ／ Ｋ） （２）
Ｒ２（Ｒ２＞１）为环境承载量的增长率。 Ｒ２ ／ （１ ＋ （Ｒ２ － １） × ＫＩ（Ｔ － １） ／ Ｋ） － １ 为环境承载量的实际增长率，其

变动方式与局部种群实际增长率的变动方式类似，但 ＫＩ（Ｔ） ≤ Ｋ 。
扰动：每个保护区受到扰动影响的概率都为 μ，扰动导致环境承载量降低和局部种群减小。 Ｔ 时刻，如果

保护区 Ｉ 受到扰动影响，环境承载量和局部种群变化如下：
ＮＩ（Ｔ） ＝ ＮＩ（Ｔ － １） × （１ － ｄ１） （３）
ＫＩ（Ｔ） ＝ ＫＩ（Ｔ － １） × （１ － ｄ１） （４）

ｄ１（０＜ｄ１＜１）用来衡量扰动对局部种群和承载量的影响。
扩散：我们假设任一保护区中的个体只能扩散到其周围的保护区中，且不能穿过被破坏的生境。 任一保

护区中的个体只能扩散到其周围八个邻居（摩尔邻居关系），且其邻居必须也是保护区（见图 ３）。 ＭＩＪ（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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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保护区 Ａ 和其它保护区间的个体扩散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 时刻从保护区 Ｉ 扩散到保护区 Ｊ 中的个体，
ＭＩＪ（Ｔ）＝ ∂×ＮＩ（Ｔ） ×（Ｎ３ ／ ８） ×ＯＩ（Ｔ） ×（１－ｄ２） ×（１ ／ ＤＩＪ ×

∑
Ｊ１∈ＳＥＴ

（１ ／ ＤＩＪ１）） （５）

ＯＩ（Ｔ）＝ １， ｉｆ ＮＩ（Ｔ）⩾ＫＩ（Ｔ）×０．２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６）

∂为扩散率，ｄ２ 为扩散死亡率，ＤＩＪ为保护区 Ｉ 的中

心到保护区 Ｊ 的中心之间距离，Ｎ３ 为保护区 Ｉ 周围八个

邻居中保护区的数量，ＳＥＴ 为保护区 Ｉ 的八个邻居中保

护区的集合（图 ３，ＳＥＴ 包含保护区 Ａ 周围的 ５ 个保护

区（绿色方格）），所以 ＳＥＴ 中共有 Ｎ３ 个元素。 方程

（５）说明：Ｔ 时刻，离开保护区 Ｉ 进行扩散的个体的数量

为∂×ＮＩ（Ｔ）×（Ｎ３ ／ ８）×ＯＩ（Ｔ），所以保护区 Ｉ 周围邻居中

的保护区的数量（Ｎ３）越高，选择扩散的个体越多；保护

区 Ｊ 的中心到 Ｉ 的中心距离（ＤＩＪ）越短，１ ／ ＤＩＪ越大，因而

１ ／ ＤＩＪ× ∑
Ｊ１∈ＳＥＴ

（１ ／ ＤＩＪ１）越大，所以从保护区 Ｉ 扩散出的个

体中更高比例的个体扩散到保护区 Ｊ 中。 方程（６）说明：如果保护区上的个体数量远低于环境承载量，个体

面临的种内竞争压力非常小，因而不会选择扩散。

２　 结果

在 ２．１ 部分，分别探讨随机的生境丧失和非随机的生境丧失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在 ２．２ 部分探讨扩散

（扩散率和扩散死亡率）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并考虑扩散和生境丧失的共同作用。
２．１　 生境丧失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图 ４ａ 和 ｂ 分别展示随机或非随机的生境丧失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图 ４ａ 表明：随机的生境丧失（Ｄ ＝
ｑＥ ／ Ｅ）下，生境丧失比例为 ０．２ 时，最优保护区数量超过 １７０；若生境丧失比例上升，最优保护区数量将大幅减

少，当生境丧失比例上升到 ０．９ 时，最优保护区数量已不足 ２０。 所以随机的生境丧失下，生境丧失比例越高，
少量大保护区模式的优势越明显（保护区数量与各保护区的面积成反比（见 １．６．１ 部分）。

图 ４ｂ 表明：若生境丧失比例恒定，当聚集度为 ０．１ 时，最优保护区数量不足 ２０；聚集度提高，最优保护区

数量将大幅增加，当聚集度提高到 ０．９ 时，最优保护区数量已超过 １２０。 所以即使生境丧失比例保持不变，被
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方式也会有重要影响 － 被破坏生境的空间聚集程度越高，大量小保护区模式的优势越

明显。
２．２　 扩散（扩散率和扩散死亡率）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通过图 ５，探究生境丧失比例（Ｄ）恒定，但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用 ｑＥ ／ Ｅ衡量）变化时，扩散率（图 ５ａ）和

扩散死亡率（图 ５ｂ）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图 ５ａ 说明，扩散率为 ０ 时，最优保护区数量非常少（不足 ２０）；当
扩散率增加时，最优保护区数量也增加。 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较高时（聚集度不小于 ０．７），最优保护区数

量的增幅更加明显；即使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非常低时（聚集度为 ０．２），最优保护区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幅

较小。 所以增加扩散率可导致从少量大保护区更有利于物种到大量小保护区的转变，且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

度越高，转变的程度越高。
图 ５ｂ 说明：当扩散死亡率较高时（０．９），最优保护区数量很少；若扩散死亡率降低，最优保护区数量增加，

且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较高时（聚集度不小于 ０．７），最优保护区的增幅更加明显。 所以降低扩散死亡可导

致从少量大保护区更有利于物种到大量小保护区的转变，且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越高，转变的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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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生境丧失比例和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对最优保护区数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参数：Ｒ１ ＝Ｒ２ ＝ １．０１３， ｋＴＯＴ ＝ ２０００， μ＝ ０．０１， ∂＝ ０．１， ｄ１ ＝ ０．５， ｄ２ ＝ ０， ａ＝ ５０， Ｔ＝ １１００； 图 ４ｂ． Ｄ＝ ０．５

图 ５　 个体扩散率和个体的扩散死亡率对最优保护区数量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参数：图 ５ａ：Ｄ＝ ０．５， Ｒ１ ＝Ｒ２ ＝ １．０１２， ｋＴＯＴ ＝ ２０００， μ＝ ０．０１６， ∂＝ ０．２， ｄ１ ＝ ０．５， ａ＝ ５０， Ｔ＝ １２００．图 ５ｂ：Ｄ＝ ０．５， Ｒ１ ＝Ｒ２ ＝ １．０１３， ｋＴＯＴ ＝ ２０００， μ＝

０．０１， ｄ１ ＝ ０．５， ｄ２ ＝ ０， ａ＝ ５０， Ｔ＝ １２００

３　 实例

作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曾经广泛分布在华北、西北、华东、西南、华南以至越南和缅甸北

部。 但自近代以来，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导致所需的土地越来越多，很多大熊猫曾经的生境已转变为人类生活

的城市和乡村，剩余的生境也因为人类对于森林的过度砍伐而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大熊猫的数量急剧减小

到不足 １０００ 只，成为濒危物种。 为保护大熊猫，自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创建以来，中国已陆续建立起 ６７ 个

大熊猫保护区。 保护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一系列大范围国家调查显示，此前的大熊猫数量下滑趋势已被

扭转为稳定上升，目前野外大熊猫的数量已上升到 ２０００ 只左右。 但随着保护区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和

乡村不断扩大，也由于交通的发展，公路和铁路密度越来越大，这些都造成了大熊猫生境的进一步丧失和空间

聚集程度进一步降低。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国家决定将所有 ６７ 个大熊猫保护区整合为由岷山、邛崃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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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岭、秦岭和白水江这四个片区组成的大熊猫公园，以加强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熊猫生境

生境丧失程度的增加和空间聚集程度的降低，导致现今近 ７０ 个保护区将被整合为 ４ 个，这成为证明“生境丧

失比例增加或被破坏生境的空间聚集程度降低时，少量大保护区更优”的现实例子。

４　 讨论

生境丧失不仅造成很多珍稀的动植物濒临灭绝，还造成其所在的生境破碎化［３５⁃３６］。 虽然可以借助生态

技术帮助动植物恢复部分被破坏的生境［３７⁃３８］，但要恢复所有生境，并任意选择所需的生境建立自然保护区，
已没有可能。 因而在建立保护区时，必须处理生境丧失所带来的问题。 本文选择其中的部分问题进行探讨，
在一个已经遭受过生境丧失的景观上，选取一片区域，并保证此区域中未被破坏生境的面积为一个固定常数，
然后探讨应该将未被破坏生境设成少量大保护区还是大量小保护区。 结果表明：（１）生境丧失比例和被破坏

生境的空间分布形式共同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若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形式保持不变，生境丧失比例越高，
少量大保护区模式的优势越明显；若生境丧失比例恒定，被破坏生境的空间聚集程度越高，大量小保护区模式

的优势越明显。 （２）生境丧失还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存在间接影响，扩散率增加或扩散死亡率降低可导致从少量

大保护区更有利于物种到大量小保护区最优的转变，且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越高，转变程度越剧烈。
之前的研究表明生境丧失会通过对其它因子（种群增长率、扰动或环境承载量）产生作用来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２０，２２］。 例如：当被破坏的生境随机分布在景观上时，Ｒｅｅｄ［２３］ 的研究表明，种群增长率越高，越适宜采用

大量小保护区模式。 本文的部分研究也考虑生境丧失通过对其它因子（个体扩散）产生作用来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但之前的研究均假设被破坏的生境随机分布在景观上，而相关研究表明被破坏生境的分布方式是非随

机的［２９⁃３０］，因而这些假设与实际不符。 此外，这些研究也仅涉及到生境丧失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间接作用，而没

有探讨直接作用。 本文解决了以上问题，结果表明：不但生境丧失比例直接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造成影响，而且即

使生境丧失比例保持不变，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特征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也造成影响。 所以，在探讨生境丧失

时，必须同时考虑生境丧失比例和被破坏生境的空间分布特征（即：生境丧失的空间特征），尤其是后者，因为

以前的研究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２０，２２⁃２３］。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被破坏生境的聚集程度还会影响个

体扩散（扩散率和扩散死亡率）对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作用———被破坏生境的聚集度较高时，保护区最优数量对个

体扩散的反应更剧烈。
本文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研究生境丧失和个体扩散的共同作用对自然保护区设计中关键问题———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影响。 研究结果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护区设计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物

种如何响应生境丧失的了解，增强人们对生境破坏的重视程度，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 但个体不仅

能短距离扩散到邻近地区，还可以借助廊道，长距离扩散到相距较远的区域；生境丧失可能与短距离扩散和长

距离扩散共同作用于种群动态［３９］，从而影响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 但这些本文都没涉及，此外本文还存在需要

改进的问题，虽然很多自然保护区都有其主要保护的物种，如中国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但自然保护区内一般

会有多个需要保护的物种，因此在设计自然保护区时，除了考虑其主要保护的对象外，还必须兼顾所有需要保

护的物种，而这正是本文所欠缺的，所以对生境丧失如何影响 ＦＬＯＭＳ 问题的研究还需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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